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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兩個鄉村社區之初探 * 

廖培珊 ** 

 
近期有關環境態度的研究將民眾對於自然環境的連結視為社區的

一環，並檢視其作為依附概念之測量的可行性，然並未深入討論社區依

附與一般環境態度間的關係，過去對於社區依附的研究則著重於不同社

經背景之個人所表現出的差異，以及其作為檢視生活品質或福祉的影響

因素。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看，社區可以被定義為民眾滿足其日常需求

的領域或區域，民眾對社區的情感與社區內的互動，對於環境態度也可

能造成影響。本研究以二個鄉村社區之居民作為研究對象，來探究社區

依附與環境態度的表現及二者間之關連性。 

利用面訪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發現：分別從環境態度與社區依附的

角度來看時，以改良式「新生態價值量表」所呈現的環境態度上，作為

生態社區的無尾港和低碳社區的坪林對於環境優先的態度不相上下；社

區依附的程度亦各有高低。以迴歸分析檢視二者的關連性時，可發現高

教育程度者較支持環境優先的態度；而社區依附與人口變項對於環境態

度的解釋力在無尾港稍高；二個社區相較之下，除了人口特性的影響外，

社區參與、社區情感及社區評估和環境優先態度的關係則出現不同於預

期之效果。本文並對分析結果與測量方式提供了相關討論。 

關鍵詞：環境態度、社區依附、新生態價值量表、互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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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台灣，由於快速的工業化與都市發展，經濟成長是以土地重新規

劃與資源利用作為基礎，對於自然環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民眾對於環

境議題的警覺性已日趨提高，亦意識到環境問題所造成的生活環境品質

惡化問題（黃義俊、黃俊英 2001；蕭新煌 1986, 2001；Edmonds 1996；

Lin 1993；Williams 1991），民眾對於生態環境的價值觀點也從自然資源

可供充分利用，轉變為環境保育優先的態度。在過去的研究當中，普遍

討論到不同個人社經背景或社會結構變項對於環境態度的影響，例如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等（朱瑞玲、楊淑雯 2013；蕭新煌 1986, 2001；

Dietz et al. 1998；杜素豪 2002），同時也強調社會心理變項，例如價值

觀、政治意識、世界觀等態度在形塑環境態度上所扮演的角色，不過卻

鮮少考量民眾對社區的情感與社區內的互動，對於環境態度所可能造成

的影響。 

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看，社區可以被定義為民眾滿足其日常需求的

領域或區域（territory）（Wilkinson 1991:8），在此生態區域內的環境資源

可視為社區居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對社區具有較強的情感連

結、關切社區發展事務、或經常參與社區活動的民眾，也較可能意識到

會對在地生活造成衝擊的環境議題，進而表現出以環境保育為優先考量

的態度，並避免破壞居住社區的生活品質。由於對社區的情感投入及參

與行為等，可視為社區依附的重要面向（洪立三、許嘉恩 2012；周佳雯

等 2010；黃源協等 2007；Liao 2003）；因此，若從生態環境的觀點來定

義社區，隱含了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間的可能關係。 

依附概念的名稱與定義常因研究領域及指涉對象而有所不同（林嘉

男、許毅璿 2007；Brehm et al. 2006），本研究採用社會學的觀點，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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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社區為範疇作為關注焦點，故以社區依附（community attachment）

1作為討論之概念。過去對於社區依附的研究多著重於不同社經背景及

空間環境之個人所表現出的差異，抑或將社區依附作為檢視生活品質及

個人福祉的影響因素（Brown 1993；Liao 2003, 2004；Theodori 2001；

Wu and Tsai 2008），缺乏對於實體自然環境的關切與連結（林嘉男、許

毅璿 2007；Kasarda and Janowitz 1974；Sampson 1988）。近期學者則是

將民眾對於居住環境中自然生態的認知及感受，視為社區生活中與自然

環境的重要連結（洪立三、許嘉恩 2012；Brehm et al. 2006；Raymond et 

al. 2010），並檢視此種對於自然環境的認知感受作為社區依附概念之測

量的可行性。將民眾對於自然環境的依附感受視為社區依附的組成之一，

雖然能夠有效預測對特定環境議題的看法，例如保護區的設置等；這些

研究卻也證實了其多面向社區依附的概念中，社會結構因素（例如情感、

人際網絡等）及個人與環境的連結，實為獨特且不應混淆的二個面向（洪

立三、許嘉恩 2012；Brehm et al. 2006；Raymond et al. 2010），即便二

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研究企圖從互動理論的觀點來瞭解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的表現，

以及二者之關連性。少數探討社區依附與環境議題的研究指出，社區依

附是影響鄉村居民對環境議題相關態度的重要因素（Brehm et al. 2006），

而其社區依附的組成包含了社會網絡和參與。由於社會網絡和社區參與

即為社區內互動的基本要素及重要過程，並且有助於社區發展與福祉提

升（Wilkinson 1991），因此本研究嘗試從互動理論的觀點出發，並以二

個位處不同地理區位的鄉村社區居民作為初探之研究對象，來討論此一

關連性是否會因為不同的自然環境及社區特質而有所差異。由於環境問

                                                 
1 另一個常被討論的類似概念為「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或「地方感

（sense of place）」（林嘉男、許毅璿 2007; 洪立三、許嘉恩 2012; Brehm et 
al. 2006; Stedman 200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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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衝擊使得許多社區開始自發性地進行環境生態保育工作，希冀藉由

社區的力量實踐永續發展；自然生態保育與社區發展若緊密結合，不僅

可提升社區居民的環境知識與態度，亦強化了社區的凝聚力（林明瑞、

陳柏言 2007；彭國棟 2006）。從這個角度來看，若能以實證資料確認二

者的相關性，對於社區的永續發展在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上，都可有所

助益。 

 

二、社區依附之內涵及其與環境之關連性 

 

社區依附與其他依附概念不同之處，在於所指涉的對象為社區本體，

以及居住在其中的社區居民，其著重於社區的社會環境與社會意涵（林

嘉男、許毅璿 2007）。傳統上社區包含三個要素：地域（locality）、當地

社會（local society）、以及地區取向的共同行動過程。地區是民眾共同生

活且滿足日常需求的一個區域；當地社會則是關係的全面性網絡，以滿

足共同需求並表達共同興趣。由於人們在社區中尋求日常生活需求的滿

足，影響需求滿足的社區事務（包含生物性與社會性）便容易引起人們

的關注，因為人們自身即是社區的主要組成份子（Christenson and 

Robinson 1980）。 在社區依附的理論觀點中，系統模式（systemic model）

為最常被提及並應用者（李俊豪 2010；周佳雯等 2010；Beggs et al. 1996；

Goudy 1990；Kasarda and Janowitz 1974），其觀點強調社區居民的居住

時間長短、社會結構的位置、及生命週期的階段與社區依附的關連性，

認為彼此間存在著系統性的互動；其中較長的居住時間則在許多研究中

被印證為可提升地方社區情感連結的重要因素（Brehm et al. 2006）。 

不過，近期的研究發現則對居住時間的影響提出反證（Cuba and 

Hummon 1993；Stedman 2002），並指出民眾的生命週期對社區依附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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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預測力；此種不一致的結果主要是因為系統模式著重於心理認同與社

會結構因素對於社區依附的影響，但忽略了自然生態及實體環境的影響

所致（林嘉男、許毅璿 2007；Brehm et al. 2006；Stedman 2002；2003），

因為社區依附所著重的社會環境與社區所處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並且

是社區民眾進行互動的所在；若忽略自然環境的影響，不僅是在檢視社

區依附的建構過程中將背景環境抽離，也一併忽略了民眾與實體環境的

互動以及其可能的影響，進而無法對社區依附有全面性的瞭解。此外，

在量測社區依附所涵蓋的成分中，多以社區居民互動的形式與涉入過程

來檢視社區參與情形，並以人與社區中之他人及環境互動的多寡及評量

結果，來描述社會網絡的緊密性及情感連結或社區意識的高低程度（侯

錦雄、宋念謙 1998；黃源協等 2007；Brehm et al. 2006；Raymond et al. 

2010；Talò et al. 2014），在此所指的環境並未侷限在社會環境，而是包

含了更廣泛的自然環境作為討論範疇。社區提供了這些互動與共同行動

的基礎，在當地社區進行的社會互動有助於建立居民之間的凝聚力，進

而強化社區依附，提升民眾福祉（Wilkinson 1991），有利於社區的永續

發展，是故應從社區內互動的觀點來討論社區依附。 

互動理論（interactional theory）的觀點將社區視為民眾共同生活，

並就地區內共享之事務進行互動的一個互動場域（interactional field）

（Kaufman 1959, 1985；Wilkinson 1991）。經由互動所建立的連結說明了

社區內廣泛的系統性連結，然而這些連結與互動並不必然立基於正向情

感，並且可能受到與當地民眾及群體相關之因素所影響（Bridger and 

Luloff 1999）。同時，對一個地方或社區的依附感可以被視為「內屬感受」

（sense of insideness）（Rowles 1990），其所指涉者是與一個地方的親密

聯繫，此類聯繫可區辨出該社區與其他社區的不同，並可被視為社區中

人際網絡互動的結果；而民眾對於一個地方社區的情感依附及行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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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與，可以做為一個為了未來的社區發展而共同運作的基礎（Hibbard 

1986；Luloff 1990）。 

過去的研究指出了社區依附的重要成分，主要包含了情感依附、人

際網絡與社區參與等面向（周佳雯等 2010；黃源協等 2007；Liao 2003）。

情感依附是指對社區的情感連結，例如落地生根的感受（Brown 1993; 

Cuba and Hummon 1993；Goudy 1990；Liao 2003）；此種個人對其居住

社區和居民的情感認知也被稱為社區意識（李俊豪 2010；黃源協等 

2007）。人際網絡則為在地的社會連結，例如認識當地社區相當比例的

民眾、和鄰居的訊息交流與互動互助（洪立三、許嘉恩 2012;李俊豪 2010; 

周佳雯等 2010；黃源協等 2007；Austin and Baba 1990；Beggs et al. 1996；

Brown 1993；Kasarda and Janowitz 1974；Riger and Lavrakas 1981；

Sampson 1988；St. John et al. 1986）。社區參與則可由地方性團體或社區

活動的參與或會員身份所顯現（洪立三、許嘉恩 2012；周佳雯等 2010；

Austin and Baba 1990；Beggs et al. 1996；St. John et al. 1986；Wasserman 

1982）。 

學者們亦指出社區依附的各重要成分相互關連，國內外的研究均顯

示社區參與、鄰里互動互助、及社區情感與認知（社區意識）彼此間有

著緊密的關係（黃源協等 2007；郭彰仁等 2010；Talò et al. 2014）；同時

前二者對於社區情感與認知的影響效果更明顯高於個人社經變項（李俊

豪 2010）。Cowell and Green（1994）的研究亦發現當地社區的社會連結

及參與會影響居民支持當地經濟活動的意願，因為人們將自己與當地企

業皆視為社區的一部份，反映出對其社區的情感依附。不過，無論是作

為依變項或自變項，社區參與的影響效果可能會因為所檢視之議題不同，

而與其他二個社區依附的重要成分之表現有所差異（Bridger and Luloff 

1999；Liao 2003；Wu and Tsai 2008）。至於基本的個人社經背景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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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年齡、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婚姻狀況等也會影響社區依附各重要

成分的表現（洪立三、許嘉恩 2012；黃源協等 2007；Austin and Baba 

1990; Goudy 1982；Riger and Lavrakas 1981；Wasserman 1982；Wu and 

Tsai 2008），然而效果並不一致。 

由於地域為社區的重要組成內涵之一，對於社區之依附實應包含對社

區所在地域之情感依附，以及此一範圍內的互動與連結，並非前人所稱

社區依附僅解釋社會環境與心理環境（林嘉男、許毅璿 2007），而是將

實體環境也考量在內。社區的環境問題經常是影響社區居住生活與穩定

性的重要議題（劉清榕等 1991；Muth 1990），社區內的居民可以察覺環

境議題的嚴重性，進而組織並採取行動以協助解決這些議題（Cable and 

Cable 1995；Cable et al. 1988；Humphrey 1990；Oliver 1984；Walsh et al. 

1993），因此關切社區事務的民眾無可避免地也會關切環境議題，因為

此二者在社區生活中息息相關；當民眾對於當地的自然環境有良好感受

時，有助於提升整體的社區依附（Brehm et al. 2006），學者亦陸續將民

眾對於其居住地自然環境的連結或感受納入依附概念中予以檢證（洪立

三、許嘉恩 2012；Brehm et al. 2006；Raymond et al. 2010；Stedman 2003）。

除了將自然環境的情感認知視為社區依附的面向外（如洪立三、許嘉恩 

2012；Brehm et al. 2006），研究亦指出生態環境的改變與民眾的社區情

感依附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Brehm et al. 2006；Plas and Lewis 1996；

Sagy et al. 1996；Stedman 2003），這些改變包含市街硬體設施、環境條

件及品質等；因此，民眾的環境價值態度可能受到其社區依附程度之影

響而有所差異。由於此種與環境的連結是立基於在地的歷史、對社區的

情感與認知（Raymond et al. 2010），並且可成為環境價值觀的測量指標，

以下就環境態度的重要理論與相關測量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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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態度的理論測量及相關研究 

 

關於環境態度或環境意識的理論觀點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例如後工

業主義（post- industrialism）、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新生態範

型（New Ecological Paradigm）、新環境範型（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等，這些觀點均從「環境保護優先」為出發點，強調自然資源並非源源

不絕，科技的發展與成長有其極限，人類需與自然和諧相處（杜素豪 

2002；蕭新煌 1986, 2001；Catton and Dunlap 1978；Dunlap 1980）。相對

地，人類特殊範型（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 HEP）則認為科技

的進步與發展並無止盡（Catton and Dunlap 1978；Dunlap 1980）。 

環境社會學者 Catton and Dunlap（1978）指出，傳統社會學的觀點

將「環境」與「人」區隔開來，所持有之宇宙觀即為「人類特殊範型」，

其論點忽視人類社會對於生態系統的依賴。由於工業革命與科技發展，

人類社會的進步克服了許多自然條件的限制，而「環境」一詞在社會科

學中多用以指稱文化體系的象徵性或社會環境，忽略了其他科學（如生

物學）的法則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然而自能源危機以來，人們逐漸體

認到資源的稀有性（scarcity），同時察覺環境問題所造成的衝擊，此外，

因工業化所需付出的代價亦不容易可由所獲取的經濟利益來彌補（蕭新

煌 1986）。Schnaiberg（1975）提出社會與環境的辯證關係，認為經濟擴

張是社會需求所造成，但也造成生態破壞的後果；而生態破壞會對人類

社會造成危害，因此經濟發展與生態壓力是連帶運作的結果。 

有鑑於環境危機的增加，Catton and Dunlap（1978, 1980）提出另一

個「新環境範型」的觀點，認為人類僅是生態體系中相互依賴的物種之

一，此種相互依賴形塑了人們的社會生活；同時，有限的資源也連帶限

制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其他的社會現象。此一觀點類似於 Schnai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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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所提及為因應前述社會與環境的辯證關係，所採取的社會取向

之一；亦即對財貨的生產與需求都要加以管控，以期將生態破壞的後果

降至最低，同時維持某種程度上足夠的資源（蕭新煌 1986）。 

相對應於環境態度的理論發展，用以測量環境態度的工具亦為數眾

多（Hawcroft and Milfont 2010），被學者們採用的各式量表檢測了環境

態度的多元現象，包含價值、信念、意向、及行為等等，不過其中仍以

Dunlap and Van Liere （ 1978 ）所發展出的環境態度量表（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 NEP Scale）最被廣為使用。其以新環境範

型的觀點為基礎，測量民眾對於人類與環境關係的看法，包含了自然平

衡、成長極限與人定勝天等三個面向。後期又修改擴充為包含了 15 個

問項的新生態範型量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 又稱為 revised 

NEP Scale），來測量以下五個面向：（1）成長極限的現實；（2）反人類

中心主義（anti-anthropocentrism）；（3）自然平衡的脆弱性；（4）免除自

然法則之限制（rejection of exemptionalism）；及（5）生態浩劫（蕭文偉

等 2013; Dunlap et al. 2000）。不同版本的 NEP 量表雖被廣泛使用，但卻

可能因為訪問對象、題目數量等的不同，使得測量結果未必趨近一致，

因此學者們多會因應各自的研究需求，而選取部分、原始、改良或簡要

版的量表題項，作為環境態度的測量（杜素豪 2002；Hawcroft and Milfont 

2010；Pienaar, Lew, and Wallmo 2013）。 

無論是此一原始或修改後 NEP 量表，或者是包含了其他內容的環

境態度量表，都常被用以代表個人原則性的環境價值或信念，並進而檢

視其與一般大眾或專家對於環境品質與政策、自然資源管理、利環境行

為等特定議題之態度的關連性（朱瑞玲、楊淑雯 2013；蕭文偉等 2013；

Buttel and Flinn 1974；Dunlap 1991；Hendee 1984；Mitchell 1984；

Rohrschneider 1991；Xu and Bengston 1997）。相關的研究結果多指出：



台灣鄉村研究第 12 期 
 

10 

女性、年輕與教育程度高的民眾較具有生態保育的觀念（Dietz et al. 1998；

Hawcroft and Milfont 2010；Pienaar et al. 2013）；但是，亦有研究對年齡

及社經地位的影響獲得不同的結果（朱瑞玲、楊淑雯 2013；黃義俊、黃

俊英 2001；Pienaar et al. 2013），此應與各研究所使用的環境態度量表

不同有關。而不同職業身份民眾的環境態度也有明顯差異，如同可預期

的，其中對於生態環境的存在與價值最為重視的是生態保育工作者，其

次為一般民眾；最低的則是藍領工作者，以及利用環境資源獲取經濟收

益的農漁民（杜素豪 2002；Hawcroft and Milfont 2010）。 

此外，不僅環保性社團的參與有助於增強個人對於環境保育的態度

（蕭文偉等 2013），反之亦然（Dietz et al. 1998）。同時，環境態度也與

一些社會心理因素有關，這些因素通常可連結到廣義環境主義

（environmentalism）的信念、價值觀與世界觀，例如對於環境受害的風

險知覺、預期心理、自我卓越觀點（self-transcendent value）等等（朱瑞

玲、楊淑雯 2013；Dietz et al. 1998）。當作為預測變項時，多數研究則

探討個人的環境態度對於其利環境（pro-environmental）的消費行為與環

境保護行為的影響（朱瑞玲、楊淑雯 2013；林明瑞、陳柏言 2007；Best 

and Mayerl 2013；Dietz et al. 1998），雖然所獲致的結果多如預期般有正

面影響，但效果多半有限。 

以普遍被應用的 NEP 量表來看，國內學者檢視民眾環境態度的研

究指出，由於環境議題突顯出自然資源的有限以及對人類社會的衝擊，

近年來台灣民眾的環境態度已逐漸由經濟及科技發展優先的「人類特殊

範型」趨向於環境保護優先的「新環境範型」（蕭新煌 1986, 2001），不

過與西方研究發現有所差別的是，年輕的中產階級仍抱持「科技至上」

的態度；此外，高教育程度者仍比仰賴自然資源利用維生的農漁民更具

生態保護意識（杜素豪 2002）。當自然資源依舊作為獲取經濟收益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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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但是方式上由「擷取」轉變為「保護」時，民眾的環境態度是否仍

傾向於經濟優先，則值得深究。 

本研究意圖檢視民眾的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之間的關係，並討論具

備不同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社區在此一關連性上，是否會因其自然環

境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雖然 Robinson and Wilkinson（1995）指出市郊

與採礦小鎮民眾的社區依附程度相差無幾，不過他們並未考量不同地區

在自然生態特徵上的差異；當以社區作為分析單位時，這些自然生態特

徵實為社區的重要組成；尤其有助於滿足日常生活需求，例如可帶來經

濟利益時，地區內自然資源對於社區與民眾的重要性不容否定（湯幸芬、

蔡宏進 2005；Wilkinson 1991）。 

從社區關係與共同行動的角度來看，藉由互動和參與所進行的社區

發展與利環境態度是相輔相成的（王俊秀 1994）。Chavis and Wandersman

（1990）檢視社區的情感依附作為社區發展催化劑的效果時，指出社區

依附對於個人對周遭環境的知覺有正面的影響；國內社區的個案研究亦

發現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可強化利環境態度，進而改善社區的環境問題，

提升生活品質（林明瑞、陳柏言 2007）。雖然這些與環境價值或態度的

測量在本質上與前述的 NEP 量表並不相同，仍指出了社區的情感依附

與環境態度間的關連性；因此，可假設民眾的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具有

正面的相關性；亦即社區依附程度越高者，越可能表現出環境保育優先

的態度。此外，人口特性為前述相關研究在過去所關注之焦點，但是單

以人口特性來說明社區依附或環境態度時，其解釋力均偏低（朱瑞玲、

楊淑雯 2013），而應納入社區導向之因素為考量（Brehm et al. 2006），

因此本研究除了瞭解不同人口特性的環境態度差異外，亦將其作為控制

變項，來檢視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之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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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設計 

 

（一）研究社區說明 

本研究選取二個不同地理區位的鄉村社區民眾作為研究對象。一

個是宜蘭縣蘇澳鎮的無尾港社區，該社區位於宜蘭海岸線的最南端，至

1980 年代為止都是以「牽罟」捕魚維生的傳統漁村，在台灣工業發展的

影響下，該社區在八零年代末期被台電公司選為設立火力發電廠的地區，

但是部分居民對於政府徵收土地僅給予少量補償感到憤怒，加上環境污

染問題的隱憂，促成了反發電廠運動的形成。直到 1993 年宜蘭政府為

提供過境候鳥棲息地，在無尾港社區設置了102公頃的水鳥濕地保育區，

也因此使得設立發電廠的計畫胎死腹中。 

由於缺乏有效的環境管理策略，使得保育區的設立並未能協助這個

傳統漁村的地方經濟迅速發展。為挽救當地的生態體系，同時考量地方

經濟議題，地方組織致力於規劃生態旅遊（eco-tourism），以便為社區永

續發展在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間尋求平衡，達成作為生態社區（eco-

community）之目標。生態社區可被定義為「在生態環境、社會與經濟、

精神與文化等三方面都能永續發展的社區」（彭國棟 2006: 8），居住其

中的居民則以具備對生態的關懷意識、知識、及保育行動等為基本條件。

在社區永續評估的引領下，無尾港社區的地方組織自 2001 年起致力於

發起草根的環境運動，以社區營造的方式朝著無尾港生態社區的目標邁

進，以實踐社區永續發展，其努力已獲得肯定，並成為全台各地社區永

續發展的典範與觀摩對象。 

另一個研究社區為新北市坪林區（前為台北縣坪林鄉）的坪林社區，

其早已是社會學家進行民族誌與社區研究所關注的對象（見謝國雄 

2003），因位居山區且幅員較廣，人口分布亦較為分散。相對於無尾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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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坪林社區是傳統農業生產地區，以山坡地形為主的地理環境從早期

就是以茶葉的種植與銷售作為主要產業，中間經歷了工業化與經濟發展，

茶葉的銷售也從外銷轉為以內銷為大宗；後期更輔以鄉村的山水景色，

使旅遊業成為地方經營的重心。在北宜公路開通後，坪林是台北到宜蘭

必經的中繼站，也因此在例假日時必定湧入大量車潮與人潮。直到 2007

年國道五號高速公路的雪山隧道通車後，途經宜蘭往南或北的車流已經

不需停留坪林，雖然仍保有一個交流道出口，但已使得造訪當地的觀光

人口驟然流失，而為整個坪林地區帶來衝擊。 

同時，坪林因地處翡翠水庫的水源保護區，當地的開發與建設長久

以來都被嚴格限制，居民對此也多有怨言。近年來在環境意識逐漸高漲

的情況下，地方民眾致力於生態與經濟雙贏的局面，以既有的產業與觀

光資源向外拓展，將生態旅遊作為社區永續發展的策略；除了自發性的

「封溪護魚」行動，以期同時提升居民與觀光客的生態保育觀念外，並

與地方政府合作，在其協助規劃下，坪林區自 2008 年起成為全台灣第

一個低碳旅遊示範鄉鎮。 

無尾港社區及坪林社區都與台灣多數以一級產業為主的鄉村社區

類似，經歷了工業發展時期的大量人口外移，至研究當時，人口仍呈現

緩慢減少的趨勢。不過，二者在地方發展的作為上有所不同，無尾港社

區的地方組織積極主動向外尋求資源來進行社區發展活動，且地方組織

間對於資源的分配有競爭性；在實務上除了對內搭配社區信仰中心的廟

宇舉辦宗教慶祝活動外，對外也提供介紹生態環境和社區的導覽，以及

讓訪客體驗當地生活的機會。坪林社區則相對較為依賴當地政府的發展

政策與規劃，地方組織則以生態旅遊取向的商業活動及封溪護魚行動為

主，除了以實際行動號召當地民眾參與生態保育的工作外，也配合地方

政府的低碳旅遊活動，利用既有的旅遊景點與保育的成果吸引遊客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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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樣本與資料說明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來自科技部（前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資助的專題

研究計畫。在樣本選取的部分，包含了三個村的坪林社區（以下簡稱「坪

林」）在 2008 年底的總人口數為 2,745 人，涵蓋了兩個里的蘇澳無尾港

社區（以下簡稱「無尾港」）則是 2,250 人。2為了比較不同社區居民的

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本研究利用內政部戶政司申請之戶籍資料，以系

統抽樣的方式，先選取家戶，再選取戶中一位 18 歲以上的居民作為不

可替代之受訪者，希望可於二個社區各完成 300 份成功問卷，以期使二

個社區可用以分析之資料量相近，避免推論上的可能誤差。問卷設計的

內容參照國內外調查研究計畫曾使用的題目內容，所擬定之問卷依據認

知訪談與預試的結果進行了修訂，正式訪問於 2009 年 3 月至 4 月間進

行，以面對面問卷訪談的方式在二個社區同時進行資料蒐集，然而因戶

籍在但人已遷出、拒訪等因素，最後完成之有效問卷為坪林 207 份及無

尾港 302 份，完訪率為 49.9%。 

在測量變項部分，社區依附的題組主要包含了社區參與、情感依附

與社區生活環境的評估。社區參與層面包含是否在社區組織或地方社團

擔任幹部、目前參與社區組織或地方社團的頻率（從 0＝從來沒有；至

4＝每週一次或以上）、以及社區活動的參與狀況（由 1＝從未；至 4＝

經常）；情感依附層面的評量包括鄰居關係的親疏 3、花時間注意社區發

                                                 
2 坪林社區的範圍是以主要商業活動及行政單位所在地的坪林村（里）為中

心，加上鄰近的粗窟與水德兩個村（里）所構成。無尾港社區的範圍原包含

港邊、存仁及岳明三個里，然其中岳明里的人口主要為大陳移民，後代多已

移居於外地，僅保留戶籍於此，於 2008 年底時戶籍人口不到 240 人，故未

列入抽樣範圍。此外，與其他鄉村地區類似的是，二社區的戶籍人口與現住

人口存在著數量上的差異，使得正式進行調查訪問時，「籍在人不在」的比

例較高。 
3 由於進行分析時，發現社區人際網絡的測量不盡理想，因此改以鄰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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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事情、對社區的親切感、以及若搬離現住社區的感受等（以上均為

五點量尺，以高分表示正向感受）。對於社區狀況的評估則包含以下八

個部分：很友善/很不友善、互相信任/互相懷疑、互相照顧/各管各的、

很安全/很危險、很有趣味/很無聊、很整潔/很髒亂、很方便/很不方便、

及彼此熟識/彼此陌生，均以 1 分至 7 分來評估；其中 1 為負面形容的

端點；7 為正面形容的另一端點。 

環境態度的測量結合了部分「新環境範型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 NEP Scale）題目，以及曾於國內大型學術調查問卷中採

用的相關題目，來測量居民的環境態度，其信度與效度均具一定水準（參

見 Yang and Yu 2008）。4本研究有關環境態度的題目雖與各版本的 NEP

量表內容不盡相同，然仍企圖涵蓋 NEP 量表的各相關面向，測量方式

則同樣為五點量尺（由 1＝很同意至 5＝很不同意），完整題目內容列於

後續分析結果。個人變項的部分包含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

就業狀況、以及個人平均月收入。 

在資料分析的部分，首先以敘述性統計結果呈現無尾港與坪林在人

口變項、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的概況，並以卡方或獨立樣本 T 檢定來

比較二個社區之差異。其次，則是對於該量表的 10 道題目進行因素分

析，以瞭解本研究所採用之環境態度量表是否涵蓋前述的幾個面向，抑

或如過去國內研究所指出，較著重於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育的爭議；同時，

也企圖瞭解因素分析的結果在兩個社區所呈現者是否相同。最後再參照

過去研究，將 10 題環境態度的測量轉換為「環境優先」的分數後加總，

作為迴歸分析中的依變項，來檢視二個社區人口變項和社區依附各面向

                                                 
之親疏來評量；然此一測量指標較屬於認知性的評估，因此一併列在情感

依附層面。 
4 因 NEP 量表之原有概念較為抽象，直接翻譯引用恐無法讓一般民眾確切

理解其意涵，而能真實表達自身的環境態度（杜素豪 2002），因此對於題目

的文字措辭進行修改、潤飾，以使問卷訪談過程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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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態度的關連性。人口變項中，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與就業

狀況等均設定為虛擬變項，同時分別以女性、單身從未結過婚、專科及

以上、以及學生、家庭主婦及無工作者作為參考類別；個人平均月收入

則採用組中點的方式成為連續變項納入分析。在社區依附的部分，包含

社區參與、社區情感、及社區評估等三個面向；其中測量社區評估的八

道題目分數加總，以越高分表示對社區的評價越高（信度係數分別為無

尾港 0.79 及坪林 0.84，資料未呈現），再納入迴歸模式中進行分析。 

 

五、分析結果 

 

（一）人口特徵、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概況 

在二個社區中，受訪者的平均年齡都是在 54 歲左右（表 1），性別

比例亦均是男性略多於女性（無尾港 51.7%；坪林 53.1%）。婚姻狀況的

分布則在二個社區間有所差異；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雖然二個社區的

受訪民眾皆是已婚有偶或同居的比例最高，不過無尾港受訪者的已婚比

例不到六成，坪林的部分則超過七成；其次則為鰥寡離婚或分居者，分

別是無尾港 21.9%及坪林 13.5%。二個社區民眾的教育程度則有顯著差

異：雖然受訪者均以小學為最多（無尾港 27.5%；坪林 32.5%），不過坪

林的高中職教育程度者（30.9%）遠多於無尾港（15.9%）。至於就業狀

況，均以從事全職、兼職或家庭事業工作者為最多（無尾港 46.2%；坪

林 53.6%）；其次則為不固定或沒有工作的人（無尾港 32.5%；坪林 25.1%）。

然而，無尾港居民的個人收入在三萬元及以上者的比例較高；坪林居民

則有較高的比例屬於無個人收入（22.9%），個人平均月收入的分布在二

個社區間有顯著差異。 



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兩個鄉村社區之初探 

 
17 

社區依附的參與面部分，擔任社區組織或地方社團幹部的民眾都不

到一成（無尾港 9.9%；坪林 8.7%）；對於社區活動也以從未參加的居民

佔大多數（無尾港 40.2%；坪林 52.2%），不過經常或有時參加者仍有二

成或以上。鄰居關係及社區評估同樣列於表 1，二個社區的居民們評估

自己和鄰居的關係皆十分親近；花時間去注意社區所發生的事情之頻率

亦很接近，並且都有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對其所居住的社區感到很親切。

不過，如果問到可能搬離現住社區時的感受，坪林居民感到難過的情況

明顯比無尾港居民來得高。至於對社區各種形容的評估，二個社區居民

對於多個面向的給分都相當接近，包含友善、互信、安全、或整潔等面

向，只有對於社區的方便性與彼此熟識程度的評估有顯著差異；其中坪

林居民對於社區方便性與彼此熟識度的評分高於無尾港居民。 

以修改版的 NEP 量表來測量環境態度，二個社區的結果大多呈現

相同的趨勢；此外，由於題目內容較為抽象，各題均有數量不等的遺漏

值。從個別題目來看，無尾港與坪林居民的態度都偏向於環境優先；亦

即對於第(2)、(7)、(9)和(10)題的同意度偏高，並且不同意第(6)題及(8)

題，覺得自然環境被污染後並無法恢復原貌，同時在空間跟資源都很有

限的地球上，人類正嚴重傷害大自然，自然環境並無法應付工業化的重

大影響，人類遇到的生態浩劫並非不嚴重；若是不採取行動，將很快遭

遇重大的生態災難。雖然大家皆同意發展有其必要（亦即對第(1)、(3)及

(4)題傾向同意）；包含經濟成長會讓生活品質更好，同時可以為了進步

及需要而改變破壞自然環境，不過也一致認為科技成長所帶來的經濟成

長是有限度的（同意第(5)題）。在這些測量環境態度的題目當中，獨立

樣本 T 檢定的結果指出，無尾港居民僅在第(2)題跟第(7)題上，同意程

度明顯高於坪林，其他題目則無顯著差異。接續則以因素分析來檢視這

10 道題目是否呈現不同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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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口特徵、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 

 
 
變項 

社區 
無尾港 坪林 

平均數/
次數 S.D./% 

平均數/次
數 S.D./% 

人口特徵     
年齡 53.76 18.32 54.43 16.74 
性別     

    女性 146 48.3%  97 46.9% 
    男性 156 51.7% 110 53.1% 
婚姻狀況**     

    已婚有偶、同居 179 59.5% 150 72.5% 
    鰥寡離婚分居其他  66 21.9%  28 13.5% 
    單身從未結過婚  56 18.6%  29 14.0% 
教育程度***     

    無、自修  63 20.9%  28 13.5% 
    小學  83 27.5%  67 32.5% 
    國（初）中、初職  61 20.2%  21 10.1% 
    高中（職）、士官學校  48 15.9%  64 30.9% 
    專科（二專、三專、五專） 

及以上  47 15.6%  27 13.0% 

就業狀況     
    全職、兼職、幫助家裡事業 139 46.0% 111 53.6% 
    退休、高齡或生病無法工作  65 21.5%  44 21.3% 
    學生、家庭主婦、目前無工作 

及其他  98 32.5%  52 25.1% 

個人平均月收入***     
    無收入  31 10.3%  47 22.9% 
    1 萬元以下 112 37.2%  56 27.3% 
    1 萬元以上至 2 萬元  67 22.3%  30 14.6% 

2 萬元以上至 3 萬元  28  9.3%  31 15.1% 
3 萬元以上至 4 萬元  32 10.6%  18  8.8% 
4 萬元以上至 5 萬元  18  6.0%  11  5.4% 

    5 萬元以上  13  4.3%  12  5.9% 
     
社區參與     
擔任社區組織或地方社團的幹部  30  9.9%  18  8.7% 
參加社區/地方附近社團的頻率 1.24 2.42 0.96 2.26 
參加社區/地方附近的一些活動     

    從未 121 40.2% 108 52.2% 
    很少  85 28.2%  52 25.1% 
    有時  68 22.6%  34 16.4% 
    經常  27  9.0%  13 6.3% 

*p<.05；**p<.01；***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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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續） 
 
 
 
變項 

社區 
無尾港 坪林 

平均數/
次數 S.D./% 

平均數/
次數 S.D./% 

社區情感     
整體來說，您和鄰居的關係是親 
近還是疏遠？     

    很疏遠/有點疏遠 15  5.0% 9 4.3% 
    無所謂親近或疏遠 21  7.0% 24 11.6% 
    有點親近 73 24.2% 41 19.8% 
    很親近 192 63.8% 133 64.3% 
會不會花時間去注意您這個社區/ 
住的這帶地方發生的一些事情？     

幾乎不會 61 20.2% 48 23.2% 
    不太會 56 18.5% 30 14.5% 
    偶爾會 94 31.1% 71 34.3% 
    經常會 63 20.9% 46 22.2% 
    總是會 28  9.3% 12  5.8% 
您對您所居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感 
到親不親切？     

    很不親切/不親切  4  1.3%  3  1.5% 
    沒什麼親不親切 19  6.3% 21 10.1% 
    還算親切 117 38.7% 77 37.2% 
    很親切 162 53.6% 106 51.2% 
如果您必須搬離目前所居住的社 
區/地方附近，您會感到高興或難 
過嗎？** 

    

    很高興/高興 24  7.9%  8  3.9% 
    沒什麼高興或難過 83 27.5% 47 22.8% 
    難過 118 39.1% 66 32.0% 
    很難過 77 25.5% 85 41.3% 
 
社區評估 
友善/不友善 6.30 1.08 6.21 1.14 
互相信任/互相懷疑 6.07 1.24 6.04 1.32 
互相照顧/各管各的 6.13 1.38 6.24 1.10 
安全/危險 6.20 1.21 6.33 1.11 
有趣味/無聊 5.73 1.52 5.61 1.50 
整潔/髒亂 5.75 1.29 5.90 1.31 
方便/不方便*** 4.64 2.15 5.35 1.98 
彼此熟識/彼此陌生** 6.28 1.24 6.58 0.91 

*p<.05；**p<.01；***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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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續） 

 
變項 

社區 
無尾港 坪林 

平均數 S.D. 平均數 S.D. 
環境態度     
1. 經濟成長會讓生活品質更好。 1.71 1.03 1.57 0.95 
2. 自然環境一旦被嚴重污染之後，就無法

恢復原來的模樣。* 1.51 0.91 1.73 1.12 

3. 為了進步，我們破壞自然環境是不可避

免的。 2.97 1.33 3.01 1.32 

4. 人類為了需要，有權利改變自然環境。 2.97 1.31 3.08 1.31 
5. 科技進步可以幫助經濟成長，但是這樣

的成長是有限度的。 2.23 0.97 2.16 1.00 

6. 人類所遇到的重大「生態浩劫（自然環

境災難）」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3.93 1.22 3.85 1.23 

7.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很快就會遭遇重

大的生態災難。* 1.54 0.87 1.76 1.10 

8. 自然環境的自我調節能力很強，能夠應

付現代工業國家造成的重大影響。 3.75 1.28 3.83 1.20 

9. 地球的空間跟資源都很有限。 1.54 0.89 1.59 0.94 
10. 人類正嚴重傷害大自然。 1.72 1.03 1.70 0.99 

*p<.05；**p<.01；***p<.000 

 

（二）環境態度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問卷中所使用的環境態度題目雖與既有的 NEP 量表內容不

盡相同，不過均具有其信度與效度；為瞭解以二個鄉村社區的訪問資料

所得到的分析結果，是否仍涵蓋原始概念之「自然平衡」、「成長極限」

與「人定勝天」等三個面向，或者另外呈現不同的面貌，因此以最大概

似法及直交轉軸的最大變異法，分別對無尾港與坪林的樣本進行因素分

析，來檢視二個社區在環境態度上是否呈現相似面貌。 

因素分析的結果呈現於表 2，可以發現這 10 道環境態度的題目雖

然都可被分別歸到三個因素當中，但是所涵蓋的內容卻不盡相同；其中

第(5)題及第(8)題的三組因素負荷量數值在二個社區間有明顯差異，故

以斜體標示。由表 2 來看，在所檢視的環境態度題目中，二個社區的因

素一主要由反映出「生態浩劫之可能性」與「成長極限」的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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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環境態度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題目/因素負荷量 

社區 
  無尾港   坪林 

因 
素 
一 

因 
素 
二 

因 
素 
三 

因 
素 
一 

因 
素 
二 

因 
素 
三 

1. 經濟成長會讓生活品質更好。 .00 .05 .32 .09 -.01 .26 
2. 自然環境一旦被嚴重污染之後，就

無法恢復原來的模樣。 .18 -.09 .10 .49 -.09 -.02 

3. 為了進步，我們破壞自然環境是不

可避免的。 .13 .08 .71 -.03 .12 .68 

4. 人類為了需要，有權利改變自然環

境。 -.08 .11 .70 -.28 .23 .61 

5. 科技進步可以幫助經濟成長，但是

這樣的成長是有限度的。 .30 .03 .12 .18 .10 .22 

6. 人類所遇到的重大「生態浩劫（自

然環境災難）」其實沒有那麼嚴

重。 
-.05 .90 .22 -.32 .41 .23 

7.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很快就會遭

遇重大的生態災難。 .26 -.14 -.09 .42 -.05 .09 

8. 自然環境的自我調節能力很強，能

夠應付現代工業國家造成的重大影

響。 
-.09 .29 .33 -.09 .99 .13 

9. 地球的空間跟資源都很有限。 .61 .07 -.09 .64 -.07 .10 
10. 人類正嚴重傷害大自然。 .84 -.12 -.11 .68 -.11 -.11 
Cronbach's Alpha 值 .54 -- .60 .62 .63 .47 

 

(9)及(10)題所構成，但是無尾港跟坪林在第(2)題及第(7)題的因素負荷量

差異較大。同時，無尾港的因素一組成除了前述的四道題目外，還包含

了在原始的 NEP 量表中用以測量「成長極限」的第(5)題，不過其因素

負荷量亦偏低，表示第(2)、(5)及(7)這三題與因素一的關連性並不高。此

一情況也多少反應在信度測量（Cronbach’s alpha）的結果上，無尾港

的因素一包含了五道題目，其信度僅達 0.54；坪林的因素一則包含了四

道題目，其信度則為 0.62。 

其次，由因素二的組成題項同樣可看出二個社區的差異：無尾港的

樣本中，歸在因素二的題目僅有測量「生態浩劫之可能性」的第(6)題，

坪林的因素二則另包含了測量「自然平衡的脆弱性」的第(8)題，二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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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的因素信度為 0.63。最後，與「成長優先」相關的第(1)、(3)及(4)題

在無尾港與坪林都被歸在因素三當中，並且這三題的因素負荷量在二社

區間差異不大；不過，無尾港的因素三還包含了測量「自然平衡的脆弱

性」的第(8)題；而坪林的因素三則另包含了測量「成長極限」的第(5)題。

組成因素三的這些題目，信度係數則分別是無尾港的 0.60 及坪林的 0.47。 

此組環境態度量表所呈現的面向與原始NEP 量表的設計有所不同，

實不令人意外，因為無論是原始或修改後的 NEP 量表，都曾被指出在

不同文化及不同的樣本上有著適用性的問題。5同時，信度分析的結果亦

指出，無論是坪林或無尾港，同一因素的變項間關連程度不高，因此本

研究參照暨有文獻的作法，將這些題項以高分表示支持環境優先態度的

方式加總，作為環境態度之測量。加總後二個社區居民的環境態度平均

分數並無顯著差異，分別為無尾港 37.18 分（S.D.=4.86）及坪林 37.07 分

（S.D.=5.02）。接續之分析以環境態度分數作為依變項，分別檢視二個

社區的人口特性及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之關連性。 

（三）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迴歸分析結果 

為瞭解人口變項及社區依附和環境態度之關連性，及其在二個社區

的異同，以環境態度量表的總分作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扣除分析變

項的遺漏值後，無尾港納入迴歸分析的樣本數量為 273，坪林則為 150。

此外，由於年齡與教育程度出現共線性的問題，剔除年齡後之迴歸分析

結果列於表 3。 6對於無尾港生態社區的居民而言，各類人口特性中，

教育程度的影響效果尤其明顯；其他還包含性別、婚姻狀況、就業狀況 

                                                 
5 NEP 量表在不同國家及研究對象所獲得的差異結果可參見杜素豪（2002）、
Best and Mayerl（2013）及 Hawcroft and Milfont（2010）。 
6  由於包含所有變項的模型在二個社區中均出現共線性問題，因此分析過

程中嘗試個別剔除年齡、教育程度、與收入等造成問題之變項，結果發現剔

除年齡後的迴歸結果與包含所有變項的結果差異最小，同時模型解釋力也

最高，因此以剔除年齡後的模型進行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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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環境態度之迴歸分析結果 (標準化係數) 

 無尾港 坪林 
變項 （n=273） （n=150） 
人口特性      
性別：男性 -.12† .10 
婚姻狀況：已婚有偶、同居 -.13 -.09 

鰥寡離婚分居其他 -.19* -.12 
單身從未結過婚 -- -- 

教育程度：無、自修  -.31**  -.27* 
小學  -.30**    -.49*** 
國（初）中 -.20*   -.28** 
高中（職） -.18*   -.41** 
專科及以上 -- -- 

就業狀況：全職、兼職、幫助家裡事業 -.14†   .19† 
退休、高齡或生病無法工作 -.14†  .12 
學生、家庭主婦、目前無工作及其他 -- -- 

個人平均月收入  .14†   .16† 
   

社區參與   
擔任社區組織或地方社團的幹部（有） -.08    .24** 
參加社區/地方附近社團的頻率 .00   -.22* 
參加社區/地方附近的一些活動 -.05  -.08 
社區情感   
整體來說，您和鄰居的關係是親近還是疏遠 .05   .12 
會不會花時間去注意您這個社區/住的這帶地方發 
生的一些事情  .15*   -.02 

您對您所居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感到親不親切  .12†   -.13 
如果您必須搬離目前所居住的社區/地方附近， 
您會感到高興或難過嗎  .03   .15 

社區評估  -.15*   -.19† 
   
Adjusted R-square  .22 .21 

†p<.10；*p<.05；**p<.01；***p<.000。 

 

及平均收入等均影響其環境態度（達.01 統計顯著水準）。女性對於環境

優先的態度明顯高於男性，而婚姻狀況為鰥寡離婚或分居的受訪者對於

環境優先的支持度則低於單身從未結婚的人。同時，相較於教育程度為

專科及以上，與學生、家庭主婦及目前無工作者的受訪者來說，教育程

度較低，以及退休、高齡、生病而無法工作者的受訪者對於環境優先的

支持度也較低。然而；收入越高者則越支持環境優先的態度。在社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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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的影響上，情感面向及社區評估都與環境態度有顯著關連性，但是二

者的影響方向卻有所不同；其中越常花時間注意社區事務以及對居住地

感到親切的人，也越傾向於支持環境優先。然而，對於社區評價越高的

居民，卻反而越不支持環境優先的立場。居民們在社區參與的情形則與

其環境態度無顯著關係。 

另方面，在致力於發展生態旅遊的坪林社區中，影響居民環境態度

的人口特性主要為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及個人收入。與無尾港社區類似

的是，教育程度在專科及以上的居民對於環境優先的支持度高於高中職

以下者；同時，平均月收入較高者亦具有較高程度的環境優先態度（統

計顯著水準均為 0.10）。不過，坪林社區中有全職、兼職或幫家庭事業

工作的人，對於環境優先的支持度高於學生、家庭主婦及目前無工作者。

在社區依附的影響方面，社區參與對於環境態度的影響十分明顯，此與

無尾港居民不同；其中擔任社區組織或地方社團的幹部，以及參加社區

或地方社團的頻率，都會影響坪林社區居民的環境態度，但是二者的影

響方向卻大相逕庭。擔任幹部的坪林居民相較於未擔任幹部者更明顯表

現出支持環境優先的態度；然而參加社區或地方社團越頻繁者，則越不

支持環境優先的立場。此外，社區情感與環境態度並無明顯關連，但是

社區評估的影響則與無尾港相似；亦即對於社區各面向給予越高評價的

居民，卻反而越不支持環境優先的立場。 

由二個鄉村社區的結果來看，人口特性及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的關

連性在無尾港社區較明顯可見，同時在趨勢上也有所差異。除了前述的

顯著影響外，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的關連性部分，在無尾港以社區情感

及社區評估為主，然而呈現的是正負參雜的影響關係；坪林社區的部分

則以參與面向的影響效果為主，不過達到顯著的兩個指標同樣呈現了不

同的影響方向，並未一致性地表現出正向或負向關係。此外，二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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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均指出社區評估與環境態度有著負向關係，與預期之結果相左。

整體而言，人口特性與社區依附對於環境態度變異量的解釋力（adjusted 

R-square）在無尾港稍高，為 22%；坪林的部分則為 20%。 

 

六、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企圖以二個位居不同生態環境，但均致力於生態保育的鄉村

社區居民做為研究對象，來探究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的表現及二者之關

連性。從分析結果來看，當個別檢視社區依附程度與環境優先態度時，

社區依附的程度在二個社區各有高低，但是均呈現情感與評價偏高、參

與程度偏低的趨勢。環境態度的個別題項及因素分析部分，二個社區結

果略有不同，但是加總後的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都表現出支持環境

優先的立場。進一步以迴歸分析檢視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的關連性時，

則可發現人口特性對於環境態度有顯著影響，二個社區的居民中，高教

育程度及高收入者較支持環境優先的態度，與過去的研究發現相符

（Dietz et al. 1998；Hawcroft and Milfont 2010）；但是就業狀況的影響方

向在二個社區則呈現相反的趨勢。在社區依附的影響部分，無尾港以情

感面及社區評估的效果為主；坪林則以參與面的影響為主，不過部分指

標的影響方向與預期的並不一致。 

本研究所選取的無尾港社區經歷環境污染抗爭，進而以草根的群體

力量來實踐社區永續發展，並取得生態社區的認證。地方組織中除了致

力於環境教育的無尾港文教促進會之外，本次調查所抽取的兩個里均成

立了社區發展協會，同時亦附設了長壽俱樂部、媽媽教室、守望相助隊

等，社區內並有活動中心與社區關懷據點。7除了鼓勵地方居民參與來協

                                                 
7 資料來源：http://www.mohw.gov.tw/MOHW_Upload/doc/社區發展協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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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動環境及文化教育外，也以此帶動「由下而上」（bottom up）的社

區發展模式，並藉由外部資源進行生態社區改造工程。8在此一生態社區

中，可明顯看出高教育程度者對於環境優先的立場；同時，民眾的社區

情感與環境優先態度普遍有著正向關係，但是對於社區的高度評價卻未

同步呈現對環境優先的支持。 

另一個坪林社區則是以發展低碳生態旅遊，來因應旅遊人口驟然流

失所造成的經濟衰退，以及開發受限的保護區政策；除了傳統的製茶相

關產業外，環境保育的工作與藉由生態旅遊而促進之地方經濟發展因為

可互利互惠，使得彼此間更顯息息相關。此外，由於地形關係，聚落較

為分散且人口密度低，本研究所抽樣調查的村里中僅有一個坪林社區發

展協會，與坪林農會及坪林商圈發展促進會共同合作，並配合地方政府

的規劃及協助，進行地方經濟發展的各項活動。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則

指出，高教育程度同樣明顯表現出支持環境優先的立場。與無尾港社區

不同的是，社區參與的情形也和環境優先態度有顯著關連，不過擔任幹

部者表達出環境優先的態度；而經常參加社區或地方社團的人則持相反

立場。 

若將社區依附視為地方環境態度的預測指標（Brehm et al. 2006），

本研究的結果對此一觀點提供了部分佐證。與過去研究類似的是，對於

社區的情感深或評價高，未必全面性地反應在支持環境優先的態度上，

而可能因為環境議題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社會性的情感依附會影響

民眾對於社區文化及認同（identity）的態度，而社區中的環境保育議題

則與環境性的情感依附有關（Brehm et al. 2006）。在無尾港社區中，若

欲提升居民支持環境優先的態度，可以從增強社區情感著手；相對地，

                                                 
冊/103 宜蘭縣名冊.xlsx 
8 相關資訊可參見：無尾港資訊網（http://www.wwg.org.tw/）、宜蘭無尾港

生態社區計畫（http://eem.pcc.gov.tw/node/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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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坪林社區中，對於社區組織或地方社團的參與的提昇，卻出現了反效

果，僅有擔任領導者（幹部）的經驗能有預期的成效。社區參與面和環

境態度的關連性，不僅與社區情感不同，在二個社區的表現也不一致。

對此，Arnstein（1969）對於參與程度的分級或有助於解釋坪林社區的結

果；該研究認為較低層級的民眾參與屬於消極的配合（例如參加社區或

地方社團），不若高層級的參與可享有自主權及決策權（例如擔任幹部），

因此前者的影響後果反而容易是負面的。 

另方面，無尾港社區的社區參與和環境優先態度的關連性並不顯著。

從社區營造或生態社區發展的角度而言，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和自然環

境保育的態度及行為，應存在著互利互惠的關係（王俊秀 1994；李永展 

1995；林明瑞、陳柏言 2007；彭國棟 2006；劉立偉 2008），但是作為

生態社區的無尾港社區並未反映出此種現象，這應該與該社區中在地社

團組織的數量相對較多，但是對於社區發展方向與策略卻立場分歧有關。

作者在研究初期曾造訪二個社區進行認知訪談，藉由地方耆老或發展協

會幹部的協助尋得訪談對象。從言談中瞭解無尾港社區民眾的社區意識

普遍較高，也認同並願意投入社區發展工作，但是地方各社團規劃的發

展項目不盡相同；不僅在尋求外部資源的挹注時互相競爭，在共同參與

或協辦社區大型活動時亦不免相互角力，此種兼具競爭與合作的關係在

社區中彼此拉扯，使得預期效益無法展現。相對地；坪林社區的社區參

與活動在當時仍多配合政府單位，規劃以茶葉相關產業的觀光發展活動

為主；並且為了讓封溪護魚的政策更有成效，當地居民自發組成護魚巡

守隊，讓溪流生態保育的工作成果卓著。這種混雜著由上而下與由下而

上的情況，亦可能為社區參與對環境態度的影響正負交錯的因素之一。 

另一個不同於預期的結果是社區評價與環境態度的負面關係；二個

社區的結果都指出民眾對社區評價高時，反而不會表現出支持環境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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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學者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指出，依附屬於個人對社區的認同；

而對社區生活滿意度的評估則屬於態度，二者與環境保護行為的關連性

可能呈現相反的關係（Stedman 2002）；社區居民可能因為覺得社區生活

條件已經夠好而無需投入各項改善作為，或是對於社區感到不滿意者才

比較會以行動表示其對於環境的關切（Oliver 1984）。一項對鄉村旅遊的

研究亦有類似的觀察，其指出居民的社區依附感愈強，則愈支持經濟取

向的旅遊發展；但是生活品質低落的評量則與經濟發展的態度無明顯關

連（湯幸芬、蔡宏進 2005）。雖然環境優先的態度並不必然壓制經濟發

展取向，但是對於社區的認知性評價與情感性依附在不同的環境態度立

場呈現出相左的效果，似乎並非特例。 

從前述的結果來看，另一個需思考的問題是，研究者是否應預期社

區依附之不同面向均會表現出類似的影響效果？從互動理論的觀點來

看，由於社區內的連結與互動並不必然立基於正向情感，並且可能受到

與當地民眾及群體相關之因素所影響（Bridger and Luloff 1999）；高度的

社區依附可能使人不易脫離既有的社區環境，即便那不是個自己喜愛的

環境，或可能對於發展獨立的社會網絡有所限制（Brehm et al. 2006）。

另方面，社區參與雖有助於提升生活品質（Liao 2003），但是實際涉入

各項參與活動或項目的人數比例並不高（Wu and Tsai 2008），與本研究

結果相似。就社區依附所主要涵蓋之參與、情感、及網絡等面向，也可

能因為所探討的議題而有不同的表現。由於過去相關的實證研究多集中

於探討社區依附的情感面或社區意識的影響（參見曹勝雄、孫君儀 2009；

Brehm et al. 2006；Liao 2004），較少檢視參與面的情形；同時，社區參

與的內涵亦不僅止於環境議題相關者，因此其影響效果仍未有定論。 

最後，從環境態度量表的信度來看，過去文獻指出不同的地區與調

查對象所獲得的結果各不相同（杜素豪 2002; Dunlap et al. 2000），更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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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同量表內容所導致的差異（Hawcroft and Milfont 2010）。本研究以

修改後的環境態度量表，針對二個鄉村社區居民所調查的結果雖彼此相

近，但是並無法以量表題項來明確區分出原始 NEP 量表的各個面向，

原因之一可能是此量表的概念或語詞對於鄉村社居居民而言，較為抽象

難懂所致（杜素豪 2002），後續採用環境態度量表的研究應無需要求分

析結果可對應原有的概念面向，而可如量表創始學者 Riley E. Dunlap 及

其他學者般，採取量表分數作為分析之依據。 

如同其他的研究，本研究仍有其不足之處。由於所選樣之社區屬於

農林漁牧之一級產業較集中之地區，原預期可進一步瞭解不同行職業在

環境態度上之差異。然而此二社區或因人口老化、外流等因素，所蒐集

之調查資料僅約五成左右的受訪者為全職或兼職工作者；若再細分各行

職業類別加以比較，則會導致數量過少而使得分析結果可信度降低，因

此僅將就業狀況納入分析。未來若可蒐集較大規模之樣本，應可獲致更

值得深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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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concern for various environmental issues, while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al community, it 
is possible that emotion and interaction in the community are associated with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s. This study aims to comp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of residents in 
two rural communities, which are Wuweigan and Pinlin communities.  

A revised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NEP）scale is used to compare 
environmental concern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se two communities. Data are 
collected from face-to-face interviews using systematic sampling from 
household registry in the two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oth 
Wuweigan and Pinlin communities have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general, while the degree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varied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Furthermore, those who were better-educated are more likely 
to indicate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s, 
however, vari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Emotional attachment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s, whil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valuation were not. The results of the two rural 
communities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as well. Discussions about the results 
and the measurement instrument are provided. 
 
Keyword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community attachment, NEP scale, 

interaction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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